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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赣州市为例，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其2012~2022年经济–人口–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

并探析未来协调发展难题。结果显示，赣州市该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且将持续；2020年后人口、

环境子系统成短板且持续时间长；经济、人口、环境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两两正相关、相互促进；未来

协调发展面临老龄化加剧、高层次人才引进放缓压力。因此，建议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地从创新驱动、

完善人才制度、应对老龄化、绿色生态发展四方面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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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Ganzhou City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mploy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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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within the eco-
nomic-population-environment system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12 to 2022 and delves into the 
challenges for futur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coupling coordina-
tion degree of this system in Ganzhou City is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and is expected to persist in 
this state. Since 2020, the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subsystems have emerged as the weak 
points and will likely remain so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ices 
of the economic,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subsystems exhibit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one 
another, thereby mutually promoting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Ganzhou City will confront the dual pressures of an accelerating aging population and a decelera-
tion in the introduction of high-level talent. Consequentl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entral and west-
ern regions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should implement measures in four aspects: driving 
development through innovation, perfecting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ntroduction mechanisms, ad-
dressing population aging, and promoting green ecolog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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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合作日益加深的今天，产业转移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西部地区作为中国经济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不仅关乎区域经

济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更深刻影响着经济、人口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本文旨在探讨中西部地区在

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人口合理流动与环境质量提升三者之间的和谐共生，

以及新质生产力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产业转移，作为资源重新配置和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方式，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不仅能够吸收东部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本土产业的竞

争力，还能促进就业增长，优化人口结构，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然而，产业转移过程中也可能引发资源

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对经济–人口–环境的协调发展构成挑战。 
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力量，具有创新性强、附加值高、环境影响小的特点。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优化产业结构，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中西部地区可以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人口

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本文将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角度出发，以赣州市为例，深入探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

移的机遇与挑战，分析经济–人口–环境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以及新质生产力在其中的推动作用。通

过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模型，本文旨在为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实现经济、人口与环

境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政策建议。 
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的经济、人口、环境会带来复杂的影响，同时也会带来创新能量、高层次人才。

Zhang 等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转移园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熊凯军从城乡收入这一

角度也说明了这一点，并指出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能显著提高受到政策冲击地区城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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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且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具有更高的促进效应，降低城乡收入差距。[2] 

在产业转移进程中，技术创新与高层次人才的协同作用成为破解“污染转移”悖论、实现经济–人

口–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陈景华的研究揭示了产业转移的三重效应：其技术效应通过清洁生产创新可

将污染排放强度降低 12%~18%，有效对冲规模效应带来的环境压力，这种技术减排效能高度依赖承接地

集聚的工程技术人才密度——当每万从业人员中环保工程师超过 5 人时，技术效应强度可提升 40% [3] 
Wang 进一步指出，产业转移中的碳排放控制本质是技术跃迁与结构升级的动态平衡，当承接地的绿色专

利年增长率超过 8%时，单位 GDP 碳强度下降速率可达传统路径的 2.3 倍[4]。这印证了张仁枫等学者的

论断：承接产业转移必须与高层次人才引育形成共振——每增加 1%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区域创新能力指

数提升 0.37 个单位，且在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显著[5]。 
高层次人才对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多维特征：其创新外溢效应驱动经济系统提质，人力资本增

值效应重塑人口结构，环境规制效应倒逼生态治理升级。何雄浪等研究显示，城市每万人高层次人才数

量增加 1 个标准差，经济韧性指数提升 23%，这种提升 58%来源于人才驱动的绿色技术创新[6]。颜银根

发现的“循环累积效应”在技术人才流动中表现尤为突出：产业承接区每引入 1 名领军型人才，可带动

4.2 名高级技术人才集聚，并促使政府将环保投入占比提高 0.15 个百分点以构建人才友好型环境[7]。这

种协同关系在 Liu 的研究中得到量化：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技术人才占比每提升 10%，制造业单位产值

能耗下降 7.3%，且其环境技术采纳意愿比普通劳动者高 3.8 倍[8]。 
实现协调发展需构建“技术–人才–制度”三螺旋机制。Wang Xinming 等强调，高层次人才的区位

选择存在环境质量阈值效应——当 PM2.5 年均值超过 50 μg/m³时，人才流失率增加 22%，这倒逼地方政

府将生态治理投资强度提升至 GDP 的 2.5%以上[9]。鲍鹏程的实证研究表明，人才集聚度每提高 1 个单

位，通过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可使城市生态财富增长 0.83%，同时促使环保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提升 19% [10]。
这要求产业承接必须与人才政策深度耦合：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每亿元产值需配

置 8-10 名高级技术人才，并配套建设人才公寓、国际学校等设施，使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与产业升级速率

保持 1:1.2 的协同增长关系。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于经济、人口、

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数量呈现出大幅增加趋势，协调发展已然成为高质量发展评价标准之一。宗鑫

认为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社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前提和主

要途径。[11]在区域经济–人口–环境三系统协调发展研究上，学者们进行了多区域、多层次的研究。刘

永旺等研究发现在短期关系中，人口集聚、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三者之间呈现单向环形因果关系；而在

长期关系中，人口集聚、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呈现双向环形因果关系。[12] Chen 等构建了城市环境–人

口–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耦合协调模型，并对中国 36 个主要城市的环境–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度

展开了评价和对比分析。[13]何雄浪和史世姣认为人口流动和环境规制不仅能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

直接的提升作用，而且存在协同效应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14]在特殊地区的协调发展上，程东亚和李

旭东采用熵值法、耦合度、协调度等方法测度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与农业生态环境发展趋势，指出

其可持续发展所存在的不协调不平衡之处。[15]宋洁构建人口–经济–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耦

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 2007~2018 年黄河流域 9 省份的人口–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协调

度时空特征，并进一步探析了影响因素。[16]肖周燕等基于人口、经济与环境耦合协调视角，研究发现市

场机制和政府调控有利于中国三大主要城市群发展质量的提升，但二者对不同城市群的影响方式与路径

有所不同。[17] 

文献评述：通过相关文献回顾发现产业转移会对承接地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同时

会对承接地的人口、环境产生复杂且多向的影响，并非全是积极的影响。当前学者们对于经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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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三者的耦合协调关系仍在不断探索中，因地区实情不一样，选取评价指标也有区别，所得耦合协调

关系存在着不同的分析结论。对于耦合效应研究，国内目前普通使用的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耦合协调

度模型、空间回归模型等。但是，综合来说，耦合协调度是最为适合研究此类问题的方法。耦合协调度

模型在全面性、直观性、定量分析、政策指导、适用性和动态评估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些优势使得

模型在评估多个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的协调性和整体均衡发展程度方面表现出色，为决策者提供了有力的

支持。 
在既往研究的指标体系中，学者并未将技术创新、高层次人才等指标一起纳入经济–人口–环境耦

合协调的指标体系中。既往研究表明，技术创新与高层次人才在经济发展、人口优化、环境保护三个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进经济跨越式发展、促进政府调整人口政策和加强地区环境保护。 
鉴于科技创新、高层次人才等要素对承接产业转移地发展的深刻影响，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经济–人口–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以赣州市为例，对承接产业转移地的经济–人口–环境协调发

展进行研究，探讨承接地经济、人口、环境三者之间的发展矛盾，进而为承接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

参考。 

2. 评价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关于经济–人口–环境研究的指标体系进行频数统计，基于指标数据的可

得性，从中选取频数较高、获得学者广泛认可的指标，鉴于科技创新、高层次人才等要素对地区发展的

深刻影响，确定了赣州市经济–人口–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后对经济、人口、环境三

个子系统的指标进行归纳和分析，进一步细化子系统的特征，分别从多个方面阐释经济、人口、环境子

系统的内涵，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population-environment 
表 1. 经济–人口–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指标层 单位 指标属性 权重 

经济 

规模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 0.097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 个 + 0.1075 

结构 
第二三产业占 GDP 比重 % + 0.0682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比重 % + 0.2755 

质量 

单位 GDP 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 0.038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0.087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0.0930 

创新 
R&D 经费内部支出 万元 + 0.1381 

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万元 + 0.0937 

人口 

规模 
二三产业从业人数 万人 + 0.0982 

年末总人口数 万人 + 0.0900 

结构 
城镇化率 % + 0.1509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 − 0.0718 

质量 初中毕业升入普通高中的升学率 % + 0.1023 

  教育支出 万元 + 0.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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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普通高校(全日制)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学生数 人 + 0.1945 

R&D 人员 人 + 0.1489 

环境 

排放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 0.1174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亿立方米 − 0.0626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万吨 − 0.0733 

治理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 0.0713 

城市污水处理率 % + 0.092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吨 + 0.1675 

财政节能环保支出 万元 + 0.1621 

状态 
城市绿化覆盖面积 公顷 + 0.1332 

公园绿地面积 公顷 + 0.1205 
 

经济子系统发展评价分为规模、结构、质量和创新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创新方面以 R&D 经费内部支

出和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两个指标来衡量。人口子系统发展状况从规模、结构和质量来评价，而人口质量

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以此来反映高层次人才详情。为衡量人口质量，主要选取了初中毕业升入普通高

中的升学率、教育支出、普通高校(全日制)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学生数和 R&D 人员这四个指标。环境子系

统分为排放、治理、状态三个方面，共有 9 个数据指标。排放方面体现环境子系统所承受的压力，治理

方面则是表现对环境压力做出的响应，而状态主要是衡量人居环境。 
由表 1 可以得出，对经济子系统影响最大的指标是进出口贸易总额，权重占比为 0.2755，其次为 R&D

经费内部支出，权重占比为 0.1381；对人口子系统中影响最大的两个指标分别为普通高校(全日制)平均每

万人口在校学生数和城镇化率，权重占比分别为 0.1945 和 0.1509；对环境子系统影响最大的两个指标分

别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和财政节能环保支出，权重占比分别为 0.1675 和 0.1621。 

2.2. 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来自于 2013~2023 年的《江西统计年鉴》《赣州统计年鉴》《赣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对于极少量的个别年份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充完善。 

3. 研究方法 

3.1. 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1) 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经济、人口、环境三个子系统的指标属性、量纲存在差异，为消除其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对原

始数据进行 Max-Min 标准化处理，同时考虑到后续取对数的计算要求，根据标准化后数据的小数位数，

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平移处理，平移值为 0.0001，处理后的数据范围在[0.0001, 1.0001]之间，正向

指标和负向指标标准化处理如公式(1)所示： 

( )
( ) ( )

( )
( ) ( )

min
0.0001 

max min

max
0.0001 

max min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x x

x x
y

x x

x x

 −
 +

−= 
−

+
−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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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x 为第 i 年的第 j 项指标， ( )max ijx 和 ( )min ijx 分别为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ijy 为 

标准化后的第 i 年的第 j 项指标。 
2) 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计算第 i 年的第 j 项指标占该指标的比重，其中m 为与样本数有关的自然数 11： 

1

ij
ij m

iji

y
P

y
=

=
∑

                                     (2)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je ： 

1

1ln
ln

m

j ij ij
i

e k P P k
m=

= − =∑ ，                                (3)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jd ： 

1j jd e= −                                       (4)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jω ，其中 n 为与子系统指标数量有关的数： 

1

j
j n

ji

d

d
ω

=

=
∑

                                     (5) 

3) 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 
对经济、人口、环境三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进行计算，见式(6)~(8)： 

1
1

n

j ij
j

U Pω
=

= ∑                                      (6) 

2
1

n

j ij
j

U Pω
=

= ∑                                      (7) 

3
1

n

j ij
j

U Pω
=

= ∑                                      (8) 

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1) 耦合度模型 
耦合度C 的计算公式： 

( )

1/3

1 2 3
3

1 2 3

3
U U U

C
U U U

 
 =
 + + 

                                (9) 

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计算协调发展指数T ，式中α 、β 、γ 分别为 3 个子系统的待定系数，该系数的大小分别反映经济、

人口、环境子系统的重要程度，鉴于三个子系统同等重要和对相关文献的参考，确定 1/ 3α β γ= = = ： 

1 2 3T U U Uα β γ= + +                                 (10) 

计算耦合协调度 D ： 

D C T=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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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界将系统耦合协调度按照大小分为 10 个等级，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ype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population-environment 
表 2. 经济–人口–环境协调发展类型 

协调发展阶段 耦合协调度(D)区间 协调发展类型 阶段特征 

协调发展 

[0.9, 1.0] 优质协调 

整个系统处在协调有序发展阶段，并且各个

子系统间同步发展 

[0.8, 0.9) 良好协调 

[0.7, 0.8) 中级协调 

[0.6, 0.7) 初级协调 

过渡发展 
[0.5, 0.6) 勉强协调 

整个系统处于过渡阶段，向好或向坏 
[0.4, 0.5) 濒临失调 

失调衰退 

[0.3, 0.4) 轻度失调 

整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低，各个子系

统的发展存在差距，整体失调 

[0.2, 0.3) 中度失调 

[0.1, 0.2) 严重失调 

[0, 0.1) 极度失调 

4. 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4.1. 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经过前述计算可分别得出赣州市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1U 、人口综合发展指数 2U 、环境综合发展指数 3U
以及协调发展指数T 。由图 1 和表 3 可知，赣州市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在 2012~2022 年期间呈上升趋势，

并且从趋势上明显呈现出三个阶段，即 2012~2016 年、2016~2020 年、2020~2022 年，增速在加快。

2016 年以前，赣州市主要是以承接市外产业转移为主，通过打造赣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来推动经济

发展。在这期间，赣州市经济规模、结构、质量以及创新这四个方面的指标得分齐头并进。2019 年以

后，经济子系统中的经济结构指标得分远超其他三个方面，如图 2 所示。2016 年开始，赣州市“十三

五”着力于创建江西名牌，依托稀土、钨矿等，创建优势产业名牌产品，着眼于电子信息、高端装备

等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名牌产品，同时打造轻纺、建材等传统制造业名牌产品，并且扶持特色农业名

牌、现代服务业名牌以及构建品牌示范区。从指标得分上看，这一时间段赣州市进出口贸易总额、R&D
经费内部支出增幅远超其他指标，是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进出口贸易和

技术创新可以推动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 年以后，赣州市除了加强高新技术企业产业集群外，还

着力于引进、培育高层次人才，并且进一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在数据上显示，赣州市的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数量和进出口贸易总额进一步增长，同时，赣州市的科技创新活动获得更多的资金投入。在多

种举措进行下，赣州市的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从 0.0158 增长至 0.2663，其最直观的体现便是赣州市地区

生产总值从 2012 年的 1700.86 亿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4523.63 亿元，11 年间跨过三个千亿元台阶。由

此可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赣州市经济不仅保持高速增长，而且增速尚未减弱。以单位 GDP 能耗、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内涵的经济质量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也表现突出，单位 GDP 能耗

在 2013 年达到峰值后一直在降低，这表明赣州市的产业结构在调整，节能降耗政策落到了实处；同

时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了同步增长，赣州市人民幸福感增强，但是这不可避免地拉

大了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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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 economy-population-environment 
system in Ganzhou city from 2012 to 2022 
图 1. 2012~2022 年赣州市经济–人口–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及协调发展指数 
 

 
Figure 2. Scores of all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subsystem 
图 2. 经济子系统各方面得分 

 
人口综合发展指数与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均呈现出“V”形波动上升趋势，前者在 2017 年有明显的下

降，而后者则在 2018年达到波动峰值 0.1498后有明显下降，并在 2019年后波动回升至研究期峰值 0.1538。
人口综合发展指数在 2017 年发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人口质量上发生了变化。2017 年普通高校(全日制)
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学生数相较于其他指标为下降，这是导致人口综合发展指数在 2017 年降低的主要原

因。由图 3 可知，人口子系统的质量得分远高于规模、结构得分。在 2015 年，人口质量得分出现陡增，

其主要原因是普通高校(全日制)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学生数出现剧烈增长。此后，人口质量得分整体均呈现

出稳步增长的趋势。由此可知，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赣州市一直在努力，但是还未完全发掘潜力。

赣州市政府与本省江西财经大学共建研究院，但是与南昌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知名高

校只是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愿，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成效仍需要时间检验。为了吸引和留住高层次

人才，赣州市政府为高层次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相较于其他内陆城市并未有突出的优待政

策。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的得分大致保持一致，这说明在这两方面政策步调基本保持一致。2022 年，赣

州市老龄人口占比达到峰值 16.5%，这将给赣州市发展带来养老、劳动力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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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cores of all aspects of the population subsystem 
图 3. 人口子系统各方面得分 

 
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在 2019 年发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陡然降低 42.48%。2019

年，垃圾分类工作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垃圾减量化势在必行，因此赣州市的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能力相应地做出了调整。 
在 2012~2022 年间，经济、人口、环境三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整体为上升趋势。随着赣州市经济

迅速发展，人口、环境正从赣州市发展的优势地位转变为赣州市经济发展的短板，人口问题、环境保护问

题正成为赣州市协调发展的巨大挑战。根据图 1 和表 3，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在 2013~2019 年间始终低于人

口综合发展指数和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其中在 2015 年三者接近，但是随后又被拉开距离；在 2020 年，经

济综合发展指数正式超越人口综合发展指数和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并且在2021年和2022年继续拉大差距。

2019 年以前，经济综合发展指数是赣州市发展的短板，但在之后又受制于人口综合发展指数、环境综合发

展指数。尽管 11 年间人口综合发展指数、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但是赣州市经济–人口

–环境协调发展指数始终保持增长趋势，经济、人口、环境三个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一直在上升。 
 
Table 3.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ices of the economy, population-environment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Ganzhou city from 2012 to 2022 
表 3. 2012 年~2022 年赣州市经济–人口–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及耦合协调度 

年份 
经济综合

发展指数

1U  

人口综合

发展指数

2U  

环境综合

发展指数

3U  

协调指

数 T 
耦合度

C 
协调发

展度 D 
协调发展

类型 制约因素 

2012 0.0158 0.0128 0.0238 0.0175 0.9665 0.1299 严重失调 人口相对滞后 

2013 0.0139 0.0218 0.0239 0.0199 0.9737 0.1391 严重失调 经济相对滞后 

2014 0.0282 0.0362 0.0359 0.0334 0.9935 0.1822 严重失调 经济相对滞后 

2015 0.0374 0.0393 0.0445 0.0404 0.9973 0.2008 中度失调 经济、人口相对滞后 

2016 0.0434 0.1031 0.0651 0.0705 0.9397 0.2574 中度失调 经济、环境相对滞后 

2017 0.0693 0.0927 0.1139 0.0920 0.9798 0.3002 轻度失调 经济、人口相对滞后 

2018 0.0831 0.1096 0.1498 0.1142 0.9714 0.3331 轻度失调 经济相对滞后 

2019 0.1043 0.1294 0.1260 0.1199 0.9955 0.3455 轻度失调 经济相对滞后 

2020 0.1390 0.1433 0.1324 0.1382 0.9995 0.3717 轻度失调 环境相对滞后 

2021 0.1995 0.1454 0.1309 0.1586 0.9837 0.3949 轻度失调 人口、环境相对滞后 

2022 0.2663 0.1662 0.1538 0.1955 0.9697 0.4354 濒临失调 人口、环境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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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耦合协调度分析 

表 3 和图 4 的耦合度以及其折线图表明，在 2012~2022 年中，赣州市经济–人口–环境的耦合度大

小一直保持在 0.9 至 1 这个区间，由此可知，三个子系统具有高度耦合性。其协调发展度呈现出稳步上

升的趋势。由此可知，赣州市经济–人口–环境系统处于高耦合、低协调的状态。 
 

 
Figure 4.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economy-population-environment in Ganzhou city from 
2012 to 2022 
图 4. 2012~2022 年赣州市经济–人口–环境耦合度、耦合协调度 
 

为了进一步检验赣州市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人口综合发展指数、环境综合发展指数三者之间的关系，

需要检验这三个指数的相关性。首先，分别检验三个指数的正态性，每个指数数据分别包含了 11 个样本，

样本量小于 50，因此检验结果主要参照 Shapiro-Wilk 检验。根据表 4 可知，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人口综

合发展指数、环境综合发展指数检验 P 值均大于 0.05，即说明三个指数都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另外，所

得峰度和偏度绝对值说明样本数据虽然不是绝对正态，但是基本可接受为正态分布，这意味着可以接受

原假设(原假设：数据呈正态分布)。综上所述，经济、人口、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均具备正态性特质。 
 
Table 4. Normality test of economic-population-environmental composite development index in Ganzhou city from 2012 to 2022 
表 4. 2012 年~2022 年赣州市经济–人口–环境综合发展指数的正态性检验 

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 Shapiro-Wilk 检验 

统计量 D 值 p 统计量 W 值 p 

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11 0.091 0.081 1.223 0.796 0.175 0.454 0.868 0.072 

人口综合发展指数 11 0.091 0.055 −0.231 −1.564 0.191 0.317 0.913 0.261 

环境综合发展指数 11 0.091 0.052 −0.208 −1.968 0.215 0.164 0.856 0.051 

 
Table 5. Pearson correlation test of economic-population-environmental composite development index in Ganzhou city from 2012 
to 2022 
表 5. 2012 年~2022 年赣州市经济–人口–环境综合发展指数的 Pearson 相关性检验 

  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人口综合发展指数 环境综合发展指数 

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相关系数 1   

p 值 -   

人口综合发展指数 相关系数 0.87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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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 值 0.000 -  

环境综合发展指数 
相关系数 0.805 0.928 1 

p 值 0.003 0.000 - 

 
在验证赣州市经济、人口、环境综合指数的正态性后，检验三者的 Pearson 相关性。由表 5 可知，三

个子系统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872、0.805 和 0.928，并且都呈现出检验 p 值小于 0.01 的显著性，

这进一步说明赣州市经济、人口和环境三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012~2022 年，赣州市经济–人口–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从 2012 年的 0.1299 上升

至 2022 年的 0.4354，同时其协调发展类型也从严重失调逐步演化为濒临失调，未来将向过渡阶段发展。

整体来说，赣州市经济–人口–环境协调发展类型均在失调衰退阶段，但是三者的耦合度在 2012~2022
年均保持在 0.9 以上，并在 2020 年达到峰值 0.9995。经济子系统的发展速度远超人口、环境子系统，进

而使得耦合度略有下降。但是，整体来说三个子系统均呈上升趋势，其耦合协调度将进一步提升，赣州

市经济–人口–环境协调发展类型将迈向过渡阶段。以 2020 年为分界点，划分为均衡调整期(2012~2019)
与创新突破期(2020~2022)。前一阶段系统协调度年均增速 18.3%，经济、人口、环境综合指数分别从 0.0158、
0.0128、0.0238 提升至 0.1043、0.1294、0.1260，环境治理优先特征明显；后一阶段受疫情催化与新政策

驱动，协调度增速跃升至 40.6%，经济综合指数(0.2663)远超环境(0.1538)，数字经济成为主导驱动力。两

阶段对比显示，2020 年经济综合指数首次超越环境综合指数，标志增长范式从“生态优先”转向“创新

驱动”。 
第一阶段：均衡调整期(2012-2019 年)。此阶段经济、人口、环境综合指数年均增速分别为 22.9%、

42.3%、25.5%，环境治理与人口城镇化主导发展，但经济受生态约束。环境治理倒逼产业转型，2016 年

赣州市关停 147 个稀土非法采矿点，推动环境综合指数同比激增 82.3%。人口红利释放显著，“稀土工

匠”计划投入 12 亿元，技能劳动者占比提升至 28%，户籍改革拉动城镇化率年均增长 2.1%，消费增长

明显。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2019 年锂电扩张致环境综合指数回落 7.3%，稀土产业粗加工占比高，单位

产值能耗高于全国均值 34%。 
第二阶段：创新突破期(2020~2022 年)。此阶段经济综合指数以 38.3%的年均增速高速增长，而人口、

环境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速放缓，分别为 7.8%、5.2%，数字经济与绿色产业成为核心驱动力。创新驱动下，

稀土产业的高值化与锂电产能的扩张推动经济综合指数飙升至 38.3%。数字技术赋能家具产业，数字化

改造助力厂家降低运营成本、高端定制化转型。在人口结构和质量方面，赣州市表现出老龄化进程加速、

人口质量提升趋缓的特点。全市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突破14%的波动区间，于2022年达到峰值16.5%，

较“十三五”末提升 2.5 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明显的倒金字塔特征。老年人口抚养比攀升至 21.3%，

较 2020 年提高 3.2 个百分点，标志着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在人口质量方面，2022 年普通高校(全日

制)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学生数达 165.72 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年均增长 5.2%，R&D 人员全时当量突破

2.1 万人年。但各项指标增速较“十三五”时期回落 1.5~2.3 个百分点，显示人口质量提升动能有所减弱。 

5. 结语 

基于赣州市 2012~2022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赣州市经济–人口–环境系统的

协调发展情况，得出了结论：2012~2022 年赣州市经济–人口–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的发展

趋势，但是仍处于较低水平的协调发展类型，未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从整个研究期来看，赣州市经济

–人口–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阶段性特征，可分为两个阶段：均衡调整期(2012~2019 年)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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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期(2020~2022 年)。从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得出：赣州市经济子系统、人口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的综

合发展指数两两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会互相促进发展。在对赣州市经济–人口–环境系统创新突

破期(2020~2022 年)的分析中得出，赣州市未来的协调发展面临着老龄化加剧、高层次人才引进放缓的双

重压力。 
根据研究结论，从创新驱动发展、完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制度、应对人口老龄化、绿色生态

发展 4 个方面提出了推动承接产业转移地区经济–人口–环境系统进一步协调发展的建议，以促进承接

地高质量发展。 
1) 创新驱动发展。在 2012~2022 年中，对经济子系统影响最大的指标是进出口贸易总额，权重占比

为 0.2755，其次为 R&D 经费内部支出，权重占比为 0.1381。经济子系统的发展依赖于进出口贸易，存在

一定的停滞风险，以 R&D 经费内部支出和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这两个指标为内涵的经济创新指标仍存在

未开发的驱动力。针对当前稀土产业尖端产品不多的局面，赣州市政府应当加大力度引进生产稀土尖端

产品的企业和研究稀土新材料的研究机构入驻。对于企业、研究机构的稀土新材料研究项目，赣州市政

府应划拨配套资金以示支持，并奖励重大研究成果。对于县域特色产业，赣州市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

放权给县政府摸索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之路，避免同质化竞争。 
当前，通过创新产业园区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已然成为地区经济的新增长点。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中关村国际孵化器、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启迪漕河泾智能制造孵化器等都做出了斐然的成绩。这些孵

化器从运行机制或孵化模式上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孵化出一大批高新企业，为当地经济增长做出

贡献。作为后进城市，赣州市可以通过提供孵化器载体等方式，将创新驱动发展落到实处。 
2) 完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制度。人力资源在经济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赣州市应围绕主导产

业、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有针对性地在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完善制度。当前，赣州市现有 1 家科

研院所、5 所本科院校，其中科研院所当前与南昌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分别有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项

目；赣州市本科院校只有江西理工大学 2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分别是矿业工程、冶金工程。稀土是赣州

市的“王牌”资源，目前稀土产业已经构建了“稀土矿采选–稀土冶炼分离–稀土合金、高纯氧化物–

稀土永磁等功能材料及应用”的产业链，摆脱了过去初级加工为主的局面。但是相较于国内外高产值的

稀土新材料及应用，赣州市稀土产业仍存在巨大差距。稀土新材料及应用的研发需要人才支撑，而赣州

市恰巧缺乏国家顶尖稀土研究人才，因此，赣州市需要培养和引进人才。 
在人才培养方面，江西理工大学应依托本校冶金工程、矿业工程等强势学科和当地稀土产业，加强

与北京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有类似强势学科专业的名牌高校合作，联合培养稀土产业

选矿、分离、冶炼等环节的研究型人才；在稀土新材料及应用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上，江西理工大学可以

联合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共同培养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生。通过有针对

性地引导高校培养人才，为当地稀土产业输送人才，加强赣州市稀土创新能力。 
在人才引进方面，赣州市应按照长期定居、柔性引才分别出台相关措施。对有意愿长期在赣州工作

的人才，从居住、薪酬待遇、养老保险、医疗保健、个税补贴、科研保障等多个方面按级制定专项政策，

并对稀土产业研究型人才给予重点关照。在柔性引才方面，可以从聘请咨询顾问、兼职聘用和项目合作

三种角度来制定政策。第一种是聘请市外人才提供技术指导或服务；第二种是与人才所在单位达成协议，

由该单位选派人才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兼职的方式为赣州市提供服务；第三种是通过科研合作、技术入股、

创新创业等方式，让市外人才深入参与赣州市项目，籍此帮助赣州市单位或企业实现业务创新和技术创

新。 
3) 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赣州当前不仅

面对着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还需要遏制天价彩礼的不良之风。赣州应从结婚成本、婴幼儿照护、养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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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吸引外来人口四个方面入手，降低适婚青年生活压力，疏解地区人口老龄化的难题。 
在结婚成本、婴幼儿照护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如限制房价上涨、提供购房补贴、降

低汽车购置税等，来减轻年轻人的经济压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婴幼儿照护服务，建立多元化的婴幼儿

照护服务体系，包括家庭、社区、机构等多种形式的照护服务，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倡导简约、理性的

婚姻观念，鼓励年轻人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合理安排婚礼和婚后生活，避免盲目攀比和浪费，引导人们树

立正确的婚嫁观。 
在养老服务、吸引外来人口方面，政府可以加大对养老服务的投入，同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

务领域，打造老年食堂、定期体检的农村社区，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减轻劳动人口的赡养压力；加

强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城市品质和宜居程度；增加更多的工作机会和酌情提升基础

薪资水平，出台更多吸引外来人口的政策，如提供住房补贴、子女教育优惠等，降低外来人口的生活成

本。 
4) 绿色生态发展。赣州市应聚焦于工业三废源头，对稀土、锂电等支柱产业实施全链条治理与技术

创新，争取建成全国革命老区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 
在稀土领域，赣州市应投入资金建设智能矿山监测系统，推广电动采掘装备，替代现有的柴油机械，

降低采矿设备的碳排放；创建“尾矿修复 + 光伏”模式，在处理尾矿的基础上建设光伏电站，同步研发

新型的尾矿、渗滤液处理技术，降低处理成本。在锂电产业强化生态约束，实施“水耗定产”政策，要求

新建项目锂渣利用率 ≥ 85%，同时建设配套固废处理园区，引进或研发退役电池带电破碎技术。在东江

源流域部署智能水质监测浮标，构建“小水电收益反哺生态”机制，开发“丹霞碳汇”等碳汇交易品种，

加速释放生态产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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